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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科技资助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但各国政府仍然倾向加大政府科技资助解决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问题。本文基于效率视角，实证分析政府科技资助是否提升了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研究发现：政府科技资助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当政府科技资助形成规模效应，才能提高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当前由于政府科技资助结构不合理，显著抑制了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无论是国有工业企业还是非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者素质和开放度等变量对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有不同的影响。最后，本文基于政府科技资助的优化、“硬件”环境、“智力”支持、“氛围”熏陶等视角对中国工业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提供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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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Pub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bsidies can Affect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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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no agreement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T subsidi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each country’s government is inclined to solve the “market failure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whether the public S&T subsidies can affect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capa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re is “U”-form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T subsidies and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efficiency. It can improv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efficiency when public S&T subsidies generate scale effect; while it restrain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because of unreasonable structure of public S&T subsidies. It’s still a long way for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the variables of location, infrastructure, workers’ capacity and opening degree and so on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state-owned and non-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efficiency. Finally, this paper will contribute to the policy proposal for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mprovement of the technology innovative efficiency from the view of public S&T subsidies, the “hardware” environment, “intelligence” support, “atmosphere” e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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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技术创新能力不仅是国家竞争的核心要素，也是区域发展的推动力和企业进步的源泉。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将其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工业是国家技术创新最重要的产业载体，工业企业是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1]。然而，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出是一种介于公共产品和完全排他性产品之间的产品。由于其他工业企业的“搭便车”，创新活动和工业企业研发的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进而导致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下降，创新水平低于社会最优水平[2]。所以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政府都认为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弥补这种不足，其中以政府进行科技资助为主要方式[3]。通过政府对工业企业的科技资助，使得工业企业私人投资回报率与社会投资回报率相协调，以克服工业企业研发投资倾向的不足，从而达到社会最优创新水平，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4]。政府对工业企业的科技资助政策实施效果如何？政府的科技资助是促进还是阻碍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政府科技资助能否显著提高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政府科技资助的效用，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1 文献综述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市场失灵”现象为政府科技资助提供了政策依据。从理论上讲，政府科技资助有可能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产生挤出和激励两种效应。如果两者之间是替代关系，政府科技资助不仅没有激励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而且还挤出了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这时应该要减少政府科技资助；如果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政府科技资助将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这时应该要增加政府科技资助。国内外学者围绕政府科技资助与技术创新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政府科技资助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Lee（2011）发现对于技术水平较低且处于高技术机会和竞争度产业内的企业而言，政府R&D资助与企业R&D支出具有互补性，并且显著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5]；Kleer（2010）认为政府科技资助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缩小了企业研发私人回报率与社会回报率的差距，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研发投资[6]；Czamitzki和Licht（2006）通过对德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正向影响，并且显著提高了企业获得专利许可的概率[7]；Czarnitizki和Hussinger（2004）发现接受政府科技资助的企业平均创新产出、人均专利存量和产品出口量均大于非资助企业[8]；Clausen（2009）首先将政府科技资助分成研究资助和开发资助两类。研究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正向影响，而开发资助会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但总体而言，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是有效互补而不是相互替代关系[9]；王俊（2011）通过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政府R&D资助产出弹性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政府R&D资助重点应该放在规模较小发展前景较好的高科技企业上[10]；程华和赵祥（2008）通过浙江省民营科技企业数据发现企业规模越大政府科技资助激励效果越好，政府科技资助强度越大激励效果越好[11]；解维敏等（2009）发现政府R&D资助与上市公司R&D支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当前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政府对企业进行创新资助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必要的[12]。
另一种观点是政府科技资助抑制了技术创新。Gorg和Strobl（2007）发现政府R&D资助增加了市场对R&D资源的需求，而短期内稀缺R&D资源的供给缺乏弹性，这样会使得R&D资源价格水平及企业创新活动成本提高，对企业R&D投资产生替代效应[13]；Klette等（2000）发现制造业企业的自筹研发投入比政府研发资助更能激励企业创新活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生产力的提高有反作用[14]；冯宗宪等（2011）发现政府投入与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活动的技术效率之间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对创新活动的规模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府应该减少对企业创新活动不必要的干预[15]；肖丁丁等（2013）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发现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支出存在长期的挤出效应，挤出效果随分位点的增加而逐渐减小[16]。
第三种观点是政府科技资助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Guellec(2003)通过研究OECD成员国技术创新资料发现，当政府研发资助总量低于企业研发费用的13%时，政府研发资助会激励企业研发支出，之后作用效果开始降低直到政府研发资助总量超过企业研发费用的25.4%，政府研发资助会挤出企业研发投入[17]；胡永健和周寄中（2008）发现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当政府资助强度比较小时，显著提高创新产出。当政府资助额度超过新增投资40%以后，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就会降低[18]；程华和赵祥（2009）通过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发现当资助强度低于3%，政府科技资助的溢出效应不显著，资助强度高于3%时，随着资助强度的增加，溢出效应提高，超过6%以后，溢出效应会降低，即政府科技资助溢出效应存在一个合理的度[19]。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政府科技资助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大多数学者研究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主要是基于单一视角考察政府科技资助是增加还是减少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或者产出，从而判断二者之间的关系。然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一个系统概念，技术创新投入或产出单方面的增减都不能揭示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真实情况。比如，如果工业企业在获得政府科技资助后增加了技术创新投入，但是技术创新产出并没有显著提高，显然政府科技资助仍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只考虑工业企业在获得政府科技资助后提高了技术创新产出，而忽略技术创新的总投入也在大幅度增加，在评价政府科技资助效果时很有可能出现偏差。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研究政府科技资助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率是指在投入一定条件下最大化产出，或者产出一定化条件下最小化投入的能力[20]。技术创新效率可以更好地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质量，准确深入地揭示政府科技资助政策的实施效果。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合理地利用政府科技资助，提高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另一大贡献是为了深入研究政府科技资助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将工业企业划分为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两种类型。这样处理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在获得政府科技资助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与此同时，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各具优劣[21]。将工业企业划分成两种类型，不仅能深入解释政府科技资助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还能科学评价政府科技资助对提升两类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绩效，为政府合理分配科技资助提供参考建议。
2 建立模型与数据说明

2.1 建立模型

测算技术效率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非参数法以Charnes等提出的DEA为代表[22]。该方法不需要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在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技术效率测度上具有优势。但是该方法也有缺陷，即DEA前沿面没有考虑测量误差和其他的统计噪声，所有的偏差都被认为是由于技术无效率造成的[23]。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引入另一个随机变量来代表统计噪声。参数法SFA通过估计生产函数设定前沿面，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清晰的描述，在考虑随机因素对潜在产出影响的前提下测算技术效率，并给出统计检验。Kumbhakar和Lovell设定的随机前沿模型一般形式表示如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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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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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同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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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时期，
[image: image4.wmf]it

y

表示创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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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生产要素投入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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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待估参数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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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中的确定性前沿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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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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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统计噪声，包括测量误差和其他随机因素，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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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非负的技术无效率项，服从截尾正太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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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独立。

选取具体的生产函数时，柯布-道格拉斯和超越对数是最常用的两种形式。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技术中性且生产要素产出弹性不变，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能更好地避免误设生产函数引起的误差[25-26]。在使用面板数据时，事先并不能确定技术是否为中性，生产要素产出弹性是否不变，因此选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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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age: image16.wmf]Y

代表创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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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资本投入，
[image: image18.wmf]L

代表劳动力投入。如果
[image: image19.wmf]0

l

=

被接受，则不存在技术无效率效应，并且所有与前沿面的偏差都是由噪声造成的。此时不需要使用SFA技术，直接运用OLS方法即可。
技术效率中面向创新产出的测度方法是计算观测产出与相应随机前沿面产出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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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技术效率取值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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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技术有效，此时生产单元位于生产前沿面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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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技术无效，此时生产单元位于生产前沿面之下。
为了解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引入Battese和Coelli的技术无效率函数[27]：

    
[image: image26.wmf]2

012

it

itititit

uGovGovZw

bbbb

=++++

                          （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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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政府科技资助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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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表示影响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其他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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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表示随机误差项。

2.2 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2006至2013年各年的《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从2006年才开始记载，所以选取2005年作为本文考察基期。只选取全国29个省份的工业企业进行研究是因为西藏和海南的数据缺失太多，故将其舍去。历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报告了各省份工业企业总体研发创新数据以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研发创新数据，用各省份工业企业总体研发创新数据减去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研发创新数据，得到非国有工业企业相关研发创新数据。
（1）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变量。选取R&D经费存量和R&D人员全时当量分别表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变量和劳动力投入变量。选取R&D经费流量和R&D人员进行稳健性检验。采取永续盘存法计算R&D经费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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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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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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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工业企业R&D经费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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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本折旧率，根据吴延兵（2008）的估计[28]，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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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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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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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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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业企业R&D经费实际支出，用R&D支出价格指数①对名义R&D经费支出平减至基期2005年。基期2005年的R&D经费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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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age: image42.wm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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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05年至2012年各省份工业企业R&D经费实际支出的平均增长率。
（2）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变量。在市场经济中，工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通常是为了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新产品销售收入能够较好地反映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水平，所以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表示工业企业创新产出变量。计算时，各期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至基期2005年。选取专利申请数进行稳健性检验。
（3）影响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变量。选取政府对工业企业科技资助金额占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的比重表示政府科技资助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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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企业创新和发展有很大影响。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越有利于人才聚集，信息交流及工业企业技术协同。由于信息发展水平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至关重要，选取各省份邮电业务总量占各省份GDP比重表示基础设施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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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劳动者素质息息相关。一般来说劳动者知识文化水平越高，越能激发创新潜力，提高创新能力。选取各省份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表示劳动者素质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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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度高的环境创新溢出程度高，并且能使工业企业居安思危，不断改进现有技术，以提升竞争力。反之，工业企业可能会不思进取，缺乏创新的动力。选取各省份进出口总额占各省份GDP比重表示开放度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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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国经济，而大国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区域之间的异质性[31]。不同区域的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社会发展水平、历史影响不尽相同，同时各个区域工业企业在技术水平、生产结构、管理模式及地方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支持上等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引进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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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表示东部区域工业企业，1表示中西部工业企业②。
3 实证分析

表1给出了模型1~模型3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没有考虑影响因素即没有引入式（4）；模型2引入了式（4），考虑了基础设施、劳动者素质、开放度等变量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虚拟变量。从估计结果来看，所有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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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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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至少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这说明技术无效率在各省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是显著存在的，同时也印证采用SFA技术的必要性。
表1   随机前沿模型的估计结果

Tab.1 Results of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国有工业企业
	非国有工业企业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常数项
	-6.750﹡
（-1.611）
	-2.137
（-1.213）
	-3.099
（-0.735）
	1.139
（1.329）
	-7.908
（-0.316）
	-5.097﹡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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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
（-2.619）
	0.260
（0.987）
	-0.548
（-0.903）
	-5.583
（-1.142）
	1.322﹡
（1.606）
	-3.264﹡﹡
（-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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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
（1.730）
	3.014﹡﹡﹡
（3.081）
	1.078﹡﹡﹡
（5.003）
	0.978
（1.307）
	-0.605﹡
（-1.677）
	-1.903﹡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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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4﹡
（1.718）
	0.408﹡﹡
（2.763）
	0.390﹡
（1.743）
	0.271﹡
（1.694）
	-0.367﹡﹡
（-1.947）
	-0.506﹡﹡
（-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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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9
（0.383）
	0.195
（0.596）
	0.317
（0.629）
	0.732﹡
（1.676）
	-0.298﹡
（-1.903）
	-0.245﹡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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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2
（-1.561）
	0.794
（-0.747）
	-0.589﹡﹡
（-2.023）
	-0.539﹡
（-1.604）
	0.705﹡﹡
（2.702）
	1.247﹡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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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2﹡﹡﹡
（5.407）
	0.478﹡﹡﹡
（5.902）
	0.236﹡﹡﹡
（7.006）
	0.513﹡﹡﹡
（5.088）
	0.430﹡﹡﹡
（6.981）
	0.637﹡﹡﹡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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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5﹡﹡﹡
（3.784）
	0.648﹡﹡﹡
（3.009）
	0.595﹡﹡
（2.803）
	0.649﹡
（1.993）
	0.775﹡﹡
（2.907）
	0.808﹡﹡﹡
（15.117）

	Log函数值
	-168.991
	-150.267
	-130.632
	-198.214
	-176.302
	-180.347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双侧）。
表2给出了模型1~模型3测算各省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总体上呈现逐步上升趋势。造成这种上升趋势的原因可能有两种。第一，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生产边界向生产可能性边界靠近，出现相对技术创新效率上升；第二，生产可能性边界与实际生产边界同时提升，但实际生产边界比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提升速度快[32]。如果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仅仅是因为实际生产边界提高而生产可能性边界位置不变，那么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要加快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不仅需要提高工业企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水平使实际生产边界提高，还要更加注重依靠技术水平的提高来提升生产可能性边界。模型1的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显著大于模型2和模型3，说明如果不考虑影响因素的冲击，各省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有可能被高估。从各个模型测算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国有工业企业还是非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均值都比较低，最低值分别为0.476和0.503。即使是技术创新效率均值最高的模型1，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值也仅分别为0.671和0.647，创新水平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对比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可以发现，当不考虑政府科技资助的影响时，模型1的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大于非国有工业企业。而当考虑政府科技资助的影响时，模型2和模型3的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均小于非国有工业企业。这一结果的启示是，政府今后在配置研发资源时应该适度增加对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助。
表2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2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国有工业企业
	非国有工业企业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最大值
	0.901 
	0.897 
	0.890 
	0.883 
	0.952 
	0.948 

	最小值
	0.156 
	0.066 
	0.069 
	0.196 
	0.024 
	0.027 

	平均值
	0.671 
	0.485 
	0.476 
	0.647 
	0.503 
	0.526 

	标准差
	0.138 
	0.152 
	0.181 
	0.145 
	0.198 
	0.297 


表3给出了影响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因素的估计结果。无论是国有工业企业还是非国有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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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系数均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说明当前政府科技资助抑制了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的
[image: image58.wmf]Gov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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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系数均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相对于东部的工业企业，政府科技资助抑制了中西部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的
[image: image59.wm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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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系数均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政府科技资助对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产生先降低后提高的影响趋势，即政府科技资助和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基础设施
[image: image60.wmf]Base

变量对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高产生负向的影响，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对非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当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不完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息交流及工业企业之间技术协同，从而抑制了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劳动者素质变量
[image: image61.wmf]Labor

对国有工业企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非国有工业企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国有工业企业通常占有大量的优质资源，使得市场竞争力比较强，且相对于非国有工业企业，国有工业企业工作环境，薪资待遇等更优越，对高素质人才有比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出现了在人才争夺中的“国进民退”现象。人才争夺中的“国进民退”在提升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同时却抑制了非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开放度变量
[image: image62.wmf]Open

对非国有工业企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国有工业企业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非国有工业企业相比于国有工业企业在开放度高的环境中具有更强的创新意识，并且不断改进技术和充分利用创新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对政府科技资助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U”型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根据Romer（1990）、杨立岩和潘慧峰（2003）及李左峰和张铭慎（2012）的研究[33-35]，政府科技资助倾向投入的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企业从事的研发项目具有基础性、高风险、高投入、周期长、比较容易溢出的特点。这类项目开发成功的概率较低，同时需要巨额的研发投入。由于项目商业化前景不确定，当政府科技资助较少时，并不能充分激励企业的创新潜力，企业新增的技术创新产出较少，使得政府科技资助没有发挥最大的效用，总体上抑制了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当政府的科技资助逐渐增加形成规模效应时，政府科技资助可以很好的弥补研发投资的缺口同时也提升了企业的研发积极性，企业开始合理地利用政府科技资助，促进了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另一类企业从事的研发项目具有战略性、高风险性、前沿性、不易溢出等特点。这类项目往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要的先进应用型技术，属于未来产业和科技发展的热门技术。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科技资助，将有限的研发资源迎合政府的战略导向投入到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或不急需的技术。当政府科技资助较少不能满足项目研发的需求时，会使得企业研发资金耗散和研发资金平均产出率下降，从而导致技术创新效率下降。当政府科技资助增加并形成规模效应时，可以减轻甚至消除研发资金耗散和研发资金平均产出率下降的影响，使得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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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均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说明政府对工业企业的科技资助力度不够并且资助结构不合理，使得政府对工业企业的科技资助状态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应该继续加大政府对工业企业的科技资助并优化政府科技资助结构，尽快进入政府科技资助促进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阶段。
表3 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Tab.3 Results of factor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国有工业企业
	非国有工业企业

	变量
	模型2
	模型3
	模型2
	模型3

	常数项
	1.238﹡﹡﹡
（3.957）
	1.386﹡﹡﹡
（4.789）
	2.163
（0.931）
	0.177
（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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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9﹡﹡
（2.516）
	5.311﹡﹡﹡
（5.173）
	5.118﹡﹡﹡
（7.104）
	6.057﹡﹡﹡
（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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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1﹡
（1.953）
	
	9.713﹡﹡﹡
（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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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8﹡
（-1.887）
	-7.648﹡﹡
（-2.303）
	-3.258﹡﹡﹡
（-3.951）
	-1.967﹡﹡﹡
（-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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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8
（0.831）
	5.408
（0.911）
	6.116﹡﹡
（2.525）
	9.303﹡﹡
（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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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
（-3.576）
	-0.0002﹡﹡
（-2.398）
	0.0003﹡
（1.983）
	0.0003﹡﹡
（2.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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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8
（-0.750）
	-0.153
（-0.563）
	-3.192﹡
（-1.665）
	-5.857﹡﹡﹡
（-7.932）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双侧）。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特别是政府科技资助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关系的可靠性，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选取选取R&D经费流量和R&D人员作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变量，R&D经费流量用R&D支出价格指数平减至基期2005年。专利申请数作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变量，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稳健性结果如表4所示，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基本没有发生改变，证明本文研究的可靠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4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国有工业企业
	非国有工业企业

	常数项
	1.008﹡
（1.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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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0﹡
（1.808）
	常数项
	2.007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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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5﹡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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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6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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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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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8﹡
（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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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8﹡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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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93﹡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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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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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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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8﹡﹡
（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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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
（-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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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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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8
（-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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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
（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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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1
（-1.227）
	
[image: image86.wmf]Open


	-0.963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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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5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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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5﹡﹡﹡
（-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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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8
（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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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0﹡﹡﹡
（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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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9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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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6﹡﹡﹡
（3.651）

	常数项
	1.673﹡﹡﹡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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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8﹡﹡﹡
（9.272）
	常数项
	2.354
（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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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4﹡﹡﹡
（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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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6﹡﹡
（2.652）
	Log函数值
	-17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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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
（5.476）
	Log函数值
	-105.752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双侧）。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对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政府科技资助是一把“双刃剑”。当前由于政府科技资助结构不合理，显著抑制了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第二，政府科技资助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表明政府科技资助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激励作用有一个“门槛”。当政府科技资助超过这个“门槛”且形成规模效应，才能提高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第三，基础设施对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四，劳动者素质对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对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五，开放度对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均有正向影响，但是国有工业企业不显著。
基于上文结论，要最大程度发挥政府科技资助的效用并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加大政府科技资助的强度，并优化政府科技资助结构。政府对工业企业的科技资助只有形成规模效应，才能提高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在加大政府科技资助的同时也要兼顾区域平衡。相比于东部工业企业，中西部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受政府科技资助的负向影响更大。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对工业企业的科技资助强度远远好于中西部，中西部应该更加重视加强政府科技资助，防止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第二，当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阻碍了信息交流及工业企业之间技术协同，对非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应该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第三，合理地引导高素质人才流动。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显著地提高了人才素质。但是人才争夺中的“国进民退”显著地抑制了非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应该创造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高素质人才的合理分配，为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持；第四，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开放度高的环境能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坚持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的技术，形成创新溢出效应，使工业企业能受到良好的“氛围”熏陶。
限于年鉴数据，本文从中观视角研究政府科技资助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在微观层面，政府科技资助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有怎么样的关系还有待考证，这也是今后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方向。

注释：
①关于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权重有不同选择，这里参考朱平芳和徐伟民（2003），朱承亮等（2012）的方法[29-30]，R&D支出价格指数=0.55*消费价格指数+0.4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②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西、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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